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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识珠：创意识别的研究现状及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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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意识别指对创意新颖性与实用性的评价与筛选，是连接创意产生和实施阶段

的关键桥梁，引导组织创新的方向。本文系统整理了创意识别的研究现状和未来方向。基于现

有文献，首先介绍了创意识别的内涵；而后提出了组织创新研究从创意产生到创意识别中的三

大转变——参与主体、任务目标、作用机制；进而梳理了创意识别的评价主体、评价客体、人际

与社会环境三类关键影响因素；随后总结了与创意识别相关的四个主要的研究视角；最后提出

了未来研究需关注的六大重要议题。本文指出创意识别是组织创新研究的新方向，为本领域的

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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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组织创造力与创新实践的一大悖论：是组织决策者一边抱怨创意匮乏，另一边却不能慧眼

识珠，识别出真正有潜力的创意。组织创新实践表明，最具潜力的创意常被决策者错误否决

（Berg，2016）。例如，柯达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却低估其价值，最终因错过数码时代而走向破

产；施乐工程师率先研发出革命性的图形界面人机交互模式却被管理层束之高阁，最终花落他

家。科研领域也类似，最新颖的科研项目申请（Boudreau等，2016）或学术论文（Siler等，2015），
反而常被同行评审专家否决。可见，组织创新效能不佳的关键原因，并不总是创造者创意匮乏，

而是决策层不能有效识别出有潜力的创意。由于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也没必要投资员工产生的

所有创意，某种意义上说，决策层的创意识别决定了组织创新的方向甚至创新的最终效果。因

此，创意识别，即对他人所产生创意的质量的评判，是组织创新的关键环节。

研究反映实践，组织创造力与创新研究中也存在这一误区：研究者重视对创意产生（idea
generation）和创意实施（idea implementation）的探讨，而忽视了创意识别（idea recognition）。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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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者围绕创意产生的过程、结果及影响因素已开展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Zhou和
Hoever，2014；吴启涛和栾贞增，2017）；同时，创意实施也有了相当的研究积累（李艳和杨百寅，

2016）。相对而言，创意识别的实证研究刚起步（Berg，2016；Zhou等，2017），数量不足且系统性

欠缺，其在组织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研究潜力巨大，值得系统性的梳理。

本文有望为组织创造力与创新的研究领域作出三点贡献：第一，为本领域提供了新思路和

新方向，即视角从创意产生转向创意识别。第二，为创意识别提供了整合性研究框架，基于创造

力系统观，本文围绕评估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子系统梳理出研究脉络，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第三，为创意识别后续研究设定了新议题，以供研究者们参考。鉴于此，通过对国外研究文献展

开述评，本文首先厘清了创意识别的概念与内涵，详细呈现了创意识别的研究发展过程及其在

组织创新中的关键桥梁作用。随后，提出从创意产生阶段到创意识别阶段，创新活动的参与主

体、核心任务和关键影响因素发生的三个显著转变，进而从评估者特征、创意及创造者特征、人

际与社会环境特征三方面总结和梳理创意识别的研究现状，评述创意识别相关的四个主要研

究视角。最后，总结了既有研究成果，并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指出创意识别研究未来应该关注

的六个重要问题。

二、  创意识别的内涵及其在组织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

（一）创意识别的界定

组织创新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完整的组织创新包括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两个阶段

（Anderson等，2014）。在创意产生阶段，个体或团队提出新颖且有价值的创意，即观点、方案、产

品原型和流程等结果（Amabile，1988）。近30年的研究表明，个体特征、领导行为、团队特征、组

织氛围、社会网络等因素，以及诸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创意产生的过程和结果

（Zhou和Hoever，2014）。但对组织机构而言，仅停留在创意产生阶段远远不够，创意实施——
将新颖且有用的创意转换为相应实质性产品、服务或流程并在机构内予以应用的过程——更

加关键。只有让创意在组织机构运行中得以应用并实现其潜在价值，才能真正促成组织创新。

创意实施的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Hammond等，2011；李艳和杨百寅，2016）。随着研

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现实情境下个体或团队的大量优质创意往往不能得以实施，在创意产

生与实施阶段之间，还存在创意识别的关键环节。

创意识别本身并非新话题，事实上，如何评价个人或者创意的创造力水平，一直都是创造

力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创造力评估准确性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

Amabile（1982）认为，具备丰富领域知识的专家对领域内“创造力是什么”存在共识，据此开发

了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s assessment technique，CAT）。应用该方法时，邀请多名领域专家各

自根据自己对领域创造力的理解独立评估，达成一致后，综合多名专家意见，即可完成对创造

力水平的评估。众多研究结果表明，该技术的信度和效度符合要求，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估个体

或创意的创造力，因而在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然而，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多是从心理测量学的

视角关注创造力评估方法的信效度问题，尚未将创意识别直接作为独立的研究议题。此时，研

究创意评估的目的在于准确评价产生阶段的创造力，而并没有关注创造力的完整过程，即创意

识别对创意实施的影响。

将创意识别作为独立议题加以系统探讨，始于Mueller等人的系列研究。作为系列研究的

开端，Mueller等（2012）首先关注了创意识别中的新颖性主题，探讨个体创意识别时针对新颖

性的内隐偏见；在后续则同时探讨了个体对创意新颖性和实用性的识别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Mueller等，2014，2018）。Berg（2016）的研究不但关注个体如何识别产品的新颖性，还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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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预测创意能否成功时的准确性。Zhou等（2017）重点关注个体如何识别创意的新颖性，由

此提出新颖性识别（novelty recognition）这一概念并进行定义，将其界定为“个体对他人所产出

的，符合原创性、独特性或非传统性规范要求的创意的新颖程度的判断”，尽管该研究主要关注

新颖性识别，但作者也认为，创意识别的内容包含价值维度，以及同时结合新颖性和价值两个

维度的综合判断。

显然，学界对创意识别的认识远未达成共识，而是根据各自关注焦点加以界定和取舍。鉴

于此，本文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将创意识别界定为：评价者对他人创意质量的判断过程，具体

体现为评估其新颖性与实用性并/或据此进行筛选。该定义强调了创意识别的三方面特征：第

一，创意识别的对象是他人产生的创意，而不是自我评估；第二，创意具有新颖性和价值两个维

度，创意识别既可针对新颖性或价值的单一维度进行，也可同时考虑两种属性并综合评估其质

量高低；第三，创意识别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备选创意并将少数高质量创意甄别出来。因此，创意

识别可包含创意评估与创意选择两个阶段，创意评估是选择的基础。评估创意质量是创意识别

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之后是否需要作决策，视创意识别的目的而定。机构决策者常常需要进行

创意选择，而以专家身份参与创意识别时，常常只给出评估意见而不需要最终决策（Mueller
等，2018）。

（二）创意识别在组织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前人将创新割裂拆分成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两个独立阶段的观点，忽略了极其关键的两

个问题。第一，创意识别在两个阶段之间的桥梁作用。很明显，并非所有创意都能够进入实施阶

段，这是因为：（1）创意数量庞大，但只有极少数创意具有价值（Stevens和Burley，1997）；（2）创
意不被利益相关者——如机构决策者、客户或消费者——认可（Mueller等，2018）；（3）任何机

构的资源总是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创意都予以支持（Berg，2016）。只有被决策者识别为有价值

的创意，才有机会进入组织创新的实施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意识别是连接创意产生和实

施阶段的关键桥梁。第二，忽略了决策者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在组织创新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决策者对其他员工所产生创意的识别与评估结果，是该创意能否或以何种方式进入实施阶段

的决定性因素（Criscuolo等，2017）。然而，在组织创新活动的分工中，决策者主要扮演评判或助

推角色，而非承担创造和执行的直接责任人（primary contributors）。换而言之，决策者的核心任

务是准确识别他人创意的潜在价值，从而引导组织创新的方向（Mueller等，2018）。
完整的组织创新包括创意产生、识别和实施三个阶段，创意识别是创意产生和实施之间的

桥梁。个体或团队产生出一系列新创意，经过自我评价和甄别后，筛选出少数自认为高质量的

创意，提交决策者审核；只有被决策者识别为有价值的创意，才有机会进入实施阶段。本文提

出，从创意产生转移到创意识别阶段，创新活动发生了三个显著转变。第一，创新活动的参与主

体发生变化。创意产生的主体是员工个人或团队等一线创造者（primary creators）；而创意识别

的主体则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机构各层级主管、决策委员会成员、外部客户或目

标消费者。第二，创新活动的任务发生变化。创意产生的任务是“无中生有”；而创意识别的核心

是“去芜存菁”。第三，创新活动效果的影响机制发生变化。创意产生本质上是认知加工过程——
借助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创造者将原本不相连的若干要素整合起来，或将原本相连的要素以

新颖方式重新整合，从而提出具有潜在价值的新创意（Bink和Marsh，2000）。而创意识别则旨在

找到优质创意以进一步发展与实施，涉及组织资源的分配方式（Criscuolo等，2017），其过程与

结果受到人际互动、部门利益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能否识别出优质创意加以实施，是决定组织创新成效的最关键因素（Kornish和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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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Pier等，2018）。然而，无论是组织创造力与创新的理论研究还是管理实践，均存在忽视创
意识别阶段的误区。本文认为，将焦点从创造者如何产生创意转向决策者如何识别创意，是组
织创造力和创新研究与实践的新方向。基于对组织创造力与创新领域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
现有研究主要从评估主体、评估客体、环境三个子系统探讨其对创意识别结果的影响，具体表
现为：（1）创造者生成创意，成为评估者识别创意的对象。（2）评估者识别创意，在评估创意本身
也同时评估创造者；同时，创造者并非被动接受评估，而是主动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试图影响
评估者。（3）评估者的创意识别，以及其与创造者的人际互动，均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开展，同时
又受环境因素制约。

三、  影响创意识别的三个子系统

（一）评价主体子系统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从创意产生过渡到创意识别阶段，创新主体由创造者转变为评估者。评估者既可能是机构

或领域内部的各级管理层（Berg，2016）、决策委员会（Criscuolo等，2017）、领域同行专家

（Siler等，2015），也可能是外部的投资者（Huang和Pearce，2015；Huang，2018）、客户或目标消费

者（Kornish和Ulrich，2014；陈姝等，2014）。无论评估者是何种角色与身份，都是组织创新的重

要利益相关者，其特征都显著影响创意识别结果。

1. 评估者的个体差异因素

在探讨评估者个体差异对创意识别的影响时，现有研究主要从个性特征，以及知（思维模

式、知识结构）、情（情绪情感）、意（动机因素）方面展开。

个性特征。与创意生成相关的个性特征，在评估阶段同样会对评估者的决策效果产生影

响。高经验开放性的评价者能更准确地将高质量创意识别出来，即使控制了大五人格其他维度

之后，其效应仍然显著（Silvia，2008）。
思维模式。聚合与发散性的思维方式、全局与局部思维、系统思维与直觉判断，以及不同类

型的心智模型，在创意识别过程中表现不同。善于综合运用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两种思维模式

的评估者，能更准确地进行创意识别。Berg（2016）的研究比较了职业马戏团管理者和节目创作

者对马戏节目是否受欢迎的预测准确率，结果发现，管理者的预测显著比创作者差。作者推测，

这是由于管理者和创作者所采用的思维模式有所不同。节目创作者需要综合运用发散性思维

和聚合性思维，因而能更准确地识别节目的创意水平；而管理者只采用聚合性思维，依赖过往

积累的常规经验来判断，缺乏对创意产生过程的开放性和敏感度，随之也失去了洞察力。

全局思维或局部思维影响人们对不同性质的创新的感知与判断。在对新刺激的处理方式

上，全局思维关注于其整体形状，而局部思维聚焦于构成刺激的细节。Vogt（2013）发现，采取整

体性思维的用户能更好地识别完全全新产品的新颖程度，而习惯局部性思维的用户更容易感

知到渐进性创新产品的新颖性。

比较系统分析和直觉判断对提升创意识别准确性的贡献大小，也是研究的重要议题。

Huang和Pearce（2015）发现，天使投资人在决定是否在初创企业进行投资时，既会对初创企业

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也重视对核心创业者的直觉判断；但是当两种思维模式

的判断结果不一致或相互冲突时，他们反而更依赖直觉而非系统分析。同时，被投资人对初创

企业是否值得投资的直觉判断，能显著预测该初创企业四年后的业绩，而系统分析的结果则没

有预测力。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审慎分析的思维方式，评估者依赖直觉直观选择出的创

意，其创造性与原创性水平更高（Zhu等，2017）。
心智模式是评估者进行创意识别时所依赖的决策框架，也是影响创意识别准确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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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Mueller等（2018）发现，当所处情境的风险程度很高时，决策者会显著低估高新颖创意的

创新性。这是因为，高新颖创意本身蕴含着高度不确定性，为了降低判断失误所导致的不良后

果，决策者倾向于采用经济性心智模式（economic mindsets）——优先考虑理性、效率、准确性、

自身利益等经济性指标的思维模式（Molinsky等，2012）——进行创意识别与判断。正是受这种

心智模式的影响，决策者无意识地降低了对其创新程度的评价。

知识结构。一般认为，拥有丰富的领域知识是评估者能否准确进行创意识别和评估的重要

保证。然而，多项研究表明，领域知识对创意识别准确性的影响非常有限，专家与新手对于产品

创新性感知的准确性上存在分歧。Kaufman等（2013）比较了专家、准专家和新手的评价准确

性。结果发现，知识经验的评价效用因领域而异。在文学创作任务中，准专家与专家的一致性水

平较高；而在工程设计评估的任务中，准专家的评价效用较低。实证研究表明，拥有专业知识的

专家对连续性创新产品的理解与感知更好，而这些知识也阻碍了其对非连续性创新产品价值

的理解（Moreau等，2001）。
另一方面，拥有丰富领域知识的专家评估的结果也可能并不准确。Siler等（2015）对医学领

域三个最顶尖专业期刊的审稿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后来在该领域产生最大影响的14篇
论文，都曾向这三个期刊投稿但无一例外被拒稿，而且其中12篇是编辑直接拒稿（desk
rejection），这说明在期刊编辑眼里，这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甚至没有达到送审标准。在商

业领域也有类似现象。基于4个消费者对产品原型的评价来预测投放市场后能否成功，其预测

精度就和4名专家等同（Kornish和Ulrich，2014）；30名普通观众对电影票房的预测比同样数量

的专家更准确（Escoffier和McKelvey，2015）。
情绪特征。De Buisonjé等（2017）发现，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或团队选择的创意的新颖性与创

造性水平更高，而在实用性上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积极情绪会降低人们的批判性思维，从

而更可能接纳新颖性高的创意。而Perry-Smith和Coff（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的两个维

度——激活水平和效价——共同影响团队的创意选择结果。低激活的正性情绪（如平静与放

松）帮助人们以平静、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直觉判断，从而能将新颖程度高的创意识别出来。

而高激活的情绪状态，无论是正性（如热情）还是负性情绪（如紧张或恐惧），均提升人们的批判

性思维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关注创意的可行性，因而倾向于选择更具实用性的创意。

动机因素。评价者的调节定向类型影响创意的筛选与判断。相对于预防定向的个体，具有

促进定向动机的个体能更好地判断创意的创造性水平；分别就新颖性和实用性两个维度而言，

促进定向能够提升对创意的新颖程度判断的准确性，但对实用性的判断则不存在差异

（Zhou等，2017）。De Buisonjé等（2017）也有类似发现，启动了促进定向的个体能更好地将整体

创造性水平或新颖程度较高的创意选择出来，但对实用性的识别准确率则无显著差别。然而，

Herman和Reiter-Palmo（2011）则发现，调节定向如何影响创意识别，还取决于评价维度的不

同。促进定向能够提高创意新颖程度的识别准确度，而预防定向则有利于更好识别创意的实用

程度。此外，相对于持绩效目标导向的主管，持学习导向的主管对下属的创造性想法具有更高

的认可与支持（Sijbom等，2015）。
2. 评估者的身份与角色

评估者在评价过程中的身份与角色会对创意评估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评估者往往会对自

己产生的创意进行高估。例如，Berg（2016）的研究比较了职业马戏团中，三种角色——管理者、

创作者本人（自评）与同行（评价同事创意）——的评估者对马戏创意的受欢迎程度的评价。结

果发现，创作者对他人节目是否成功的预测比管理者更准确，而对自己节目的受欢迎程度的预

测存在高估，其预测精度低于管理者。Runco和Smith（1992）的研究也证实了，创作者相较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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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自己产生的创意，对其他创作者的创意的新颖性评价准确度更高，更能将他人的最受欢迎的

创意识别出来。

Mueller等（2018）的研究区分了决策者和专家两种角色，决策者要给出创意评估的最终决

策，而专家只需要提供参考意见，不需要承担决策职责。其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均发现，决策

者的创意识别更容易受到外界风险因素影响。当评价者得知待评价的新颖产品尚未得到目标

受众的高度认可，决策者会认为其缺乏新意，降低对其新颖程度的评价；而非决策者则不会表

现出类似倾向性，无论产品是否得到广泛认可，都能准确评价其新颖程度。

3. 评估小组的特征

现实情境下，常常由评估小组（panel）而非单个评估者来负责创意识别。区别于个体评估，

评估小组中的成员对小组的最终评估结果共同产生影响（Girotra等，2010）。团队层面的相关话

题（如团队异质性、团队态度一致性等）是小组评估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组织中，Criscuolo等（2017）对一所大公司三年来的项目资助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评估

小组的工作负荷与成员的专业异质性会影响评估小组对于创新项目的评价与资助情况。当评

价者需要同时对多个竞争性的项目进行评估时，其对于每个项目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会随之减

少，这种资源的稀缺性会增加创意选择过程中的竞争性，提升选择者的认知负荷，从而减少所

有选项获得充分解决的可能性。随着小组工作负荷的增加，高新颖性项目所获的资金支持的可

能性降低，评估小组成员体现出对新颖性的回避。而当评估小组成员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

时，小组更可能从多样化的视角看待申请的项目，评价者更可能通过向新颖的项目分配资源来

帮助组织探索新的领域。同时，小组中角色的多元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优质项目的拒绝错

误，从而增加对高新颖性项目的选择偏好与为新项目提供资金资助的可能性。

而在基金项目、学术论文的评审中，评估小组的评估结果受到组内专家的主观影响很大，

不同评估小组的评估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性。Pier等人（2018）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项

目的同行评审过程进行了完整的模拟。评审中，小组内专家首先需要编写一份书面材料，在重

要性、创新性、研究者、研究方法和环境因素5个指标上详细阐明并评分，随后召开小组会议对

个体完成的书面材料共同讨论，最终得到小组的评审结果。研究显示，尽管所有的评价专家均

收到相同的评分规则以及书面评价的格式，然而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评价，评估小组一致性都

很低，且缺乏一致规律。资金资助的结果更多地取决于专家的个人特征如慷慨、仁慈等，而非申

请报告的质量与科学价值。

（二）评价客体子系统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创意评价的客体包含了创意本身的特征与创造者的特征，作为被评估的客体，其自身特征

同样影响创意识别的结果。其中，创意的新颖性，以及创造者的认知、情绪、刻板印象等因素均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创意特征的影响

创意本身新颖性特征的高低影响最终评价的结果。创意是创意识别的焦点，评估者理应根

据创意水平尽可能给出客观评价。在创意的产生阶段，组织往往鼓励与追求高新颖性的创意

（Anderson等，2014）。而在现实的评估与选择中，高度新颖的创意常常受到惩罚，甚至被机构决

策者所排斥或否决。例如，Criscuolo等（2017）的研究表明，研发项目的经费获批率（即批准额度

和初始申请额度的比例）与项目新颖程度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具体而言，决策者往往将更多

资金分配给新颖程度中等的项目，而高度新颖的项目的经费获批率反而下降，与缺乏新颖性的

常规项目处于同等水平。Boudreau等人（2016）对科研项目申请书的分析也有类似发现，申请书

新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该申请书的同行评议排名就下降4.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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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颖性创意的低估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第一，人们往往依赖既有的认知框架进行判断

与决策（Zhou等，2017），而对于全新创意的评价由于有效线索缺乏、难以适当归类、无法赋予

意义，因此在创意识别中存在偏差，以致评估者无法准确识别高度新颖创意的潜在价值，使得

高原创性的创意被低估（Licuanan等，2007）。第二，新颖创意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对需

要为创意评估结果负责的决策者而言，这是需要谨慎应对的两难困境（Mueller等，2018）。为避

免将自己置于这种两难困境，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决策者常常对高度新颖创意持保守态

度，即降低对高度新颖创意的评价，从而说服自己根本没有必要采纳该创意（Mueller等，

2018）。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度新颖创意的规避有时并非评估者有意为之，而是一种内隐的无意

识决策过程（Mueller等，2012）。
2. 创造者特征的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评价者直接对创造者本人进行评估。评价者对创造者本身的创造能力、情

绪甚至刻板印象等特征的感知，都会影响最终其对创造者所产生的创意的识别结果。

从认知方面来看，Elsbach和Kramer（2003）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在好莱坞影片公司的

高层管理者心目中，存在7类编剧原型（prototype），其中只有两类原型具有创造潜能，其他5类
则缺乏创造力。由于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就决定，是否和首次见面的编剧签约并购买其剧本，

决策者正是通过判断一名编剧和哪类原型更匹配来判断其创造力水平，最终决定是否签约。风

险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要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时，除了评估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数据之外，更

重视对核心创业者本人的潜力的评估（Huang和Pearce，2015；Huang，2018）。
评估者的创意识别还会受创造者所表现出的情绪状态的影响。投资者对于创业者激情的

感知与其对潜在基金项目的投资情况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Mitteness等，2012）。相对于具有较

高的动机与尽责性、完备的知识与经验的专业投资人而言，创业者的激情对非专业的普通投资

人的影响更大（Chen等，2009）；当创业者表现出很有激情时，普通投资人在其创业项目的投资

额度上更大，也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为该项目做宣传（Li等，2017）。
创意识别同时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干扰，评估者常常认为男性相对女性创造力更强，更加

善于设计与创造（Proudfoot等，2015）。Luksyte等（2018）的研究表明，创新工作的行为绩效存在

性别刻板印象，评价者在评估中认为男性创造者存在着更高的创新绩效，且这种现象在高创新

工作领域更加凸显。

（三）环境子系统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评估者和创造者之间的人际互动，以及两者互动时所处组织及社会环境的特征，均会显著

影响创意识别的过程及结果。

1. 评估者与创造者之间的人际互动

创造者并非被动等待评估者对自己创意的评判，而是尝试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向关键人物

宣传、展示和推广创意，以获得其认可和支持（Perry-Smith和Mannucci，2017；Lu等，2019）。同
样，评估者也不是被动接受创造者的影响，而是主动搜寻各种信息，以期对创意以及创造者本

人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Huang和Pearce，2015；Huang，2018）。评价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关

系与人际互动，以及双方的关系质量均会影响评价者最终的判断。

创造者能否让关键人物（如上司、投资人等）知晓、理解、认可并支持自己的创意，是自己的

创意能否进入实施阶段的决定性环节。Clarke等（2019）的研究表明，创业者的特色语言如引用

典故、形象化的比喻与类比，以及手势动作、身体姿态等非言语沟通技巧均能够在项目讲解过

程中促进潜在投资人的言语或视觉感知，以增强对方对项目的理解，从而显著提升其投资意

愿。这种设想与感受模拟，能够减轻投资者对产品和风险的认知不确定性，进而增强其对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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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企业的真实性的信任。Lu等（2019）新近提出，员工可以借助双重路径向上司倡导自己的

创意，路径一是采用各种方法积极展现创意（如以幻灯演示、母版原型或其他具体实物为辅助

来展示创意），路径二是向上司施行影响力策略（如理性说服、鼓舞感召、洽谈咨询及协同合

作）。其研究结果表明，能同时借助双重路径的员工，更有可能赢得主管领导对其创意的认同和

认可，并最终得以实施。进一步结果还发现，创意的新颖程度是重要边界条件，只有所兜售的是

新颖创意时，上述双重路径策略才见效。有趣的是，如果是普通创意，积极展示起到反作用，上

司会作出更低评价。

另一方面，评估者也会主动了解创造者的各种信息。Han等（2017）的研究表明，评价者对

创作者性格特征、生活经验与思维方式的想象，以及站在被评价者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能够

提高其对创意的评价。评估者和创造者的空间距离也会对创意评估结果产生影响。当项目申请

者同处一地办公时，评估者能更方便的了解和获取其一手资料，更可能为申请的项目辩护，从

而增加对其项目的资助力度。但这种空间距离效应仅体现在常规项目上，如果所申请项目的新

颖程度较高，这种效应不再存在（Criscuolo等，2017）。
此外，评价者与创造者之间既存的关系质量同样影响创意识别结果。例如，Schuh等（2018）

发现，当从事创新工作的员工拥有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时，员工所获得的创新绩效评

价更高。Steffens等（2017）的研究证明，评价者在创意识别的过程中，对于内群体成员的创造力

更加认可，存在更多的选择偏好，认为其更加优异。研究分析了1968年以来，美国电影学院奖与

英国电影学院奖中，获得最佳男主角与最佳女主角大奖的艺术家的国籍。结果发现，美国艺术

家获得美国电影学院奖的比例高于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比例，而英国艺术家获得英国电影

学院奖的比例高于获得美国电影学院奖的比例。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评价者对群体内存在更

强的社会认同。

2. 组织与情景特征

评价者所在的组织与情景特征作为环境背景影响创意的识别，包含了组织文化与环境线

索两个部分。从组织文化来看，创新的组织文化能够促进创造力感知，当企业的组织文化鼓励

创新时，人力资源经理对更具创新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的评价更高（Zhou和Su，2010）。组织

内的规范、路线与共享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创意的产生与选择。其中，追求自主性与“快
乐创造”的企业文化有利于员工在创新中追求自己的新颖想法，组织在创意的选择中维护员工

的优质创意；而“对失败零容忍”、过多的关注企业的短期收入，以及顽固的坚持企业传统的文

化，则会阻碍企业创新（Kornish和Hutchison-Krupat，2017）。
环境中的情景线索同样影响创意识别的结果，这包括不确定性、社会接受度、评价体系的

结构化程度、目标导向等。环境的不确定性水平提升了个体内隐层面上对创造性与新颖性的负

面态度（Mueller等，2012），个体所承受的不确定性越高，对创意的创造性评分越低（Mueller等，

2014）。从社会接受度来看，低社会接受度的产品所蕴含的不确定性更高，决策者更倾向于认为

该设计缺乏新意（Mueller等，2018）。然而，结构化的评价体系，即用一套确定的评价标准，有助

于提升评价者创意评价的质量（Birney等，2016）。Zhou等（2017）发现，追求收益或避免损失的

目标框架影响创意识别的结果，相对于追求收益的目标框架，避免损失的目标框架降低了评价

者对新颖性与创造性评估的准确性。

3. 社会规范与文化

当个体主动去理解其所在情景内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信息时，创意识别的结果会受到相应

环境的影响（Kwan等，2018）。在中美两类文化背景下，个体创意识别的内隐观点存在差异，两

类文化下的个体均认为“突破性的、令人惊奇的、有潜力的”创意是具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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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为“易于使用、可行、面向大众市场的”创意具有创造力，而美国人则认为这是没有创造力

的表现（Loewenstein和Mueller，2016）。个人主义文化强调独特性、自主性、独立性和主动性，这

些与新颖性直接相关；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团队一致、共识、相互依赖，体现为对实用性与可行

性的关注。在创意的评估中，相关评估者常常使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标准进行判断，具有东方

背景的专家更加重视产品的实用性，而西方背景的专家则更重视新颖性（De Dreu，2010）。不同

的文化规范下，评价者在对于创意的新颖性与实用性的重视程度不同（Erez和Nouri，2010）。
然而，上述研究结果依然存在冲突。对跨文化创造力的探讨不能一概而论，它会受到周围

社会情景因素与个人主动性的影响（Zhou和Su，2010）。Paletz和Peng（2008）的研究分析了来自

中国、日本、美国共400多名大学生的创意评估结果。研究表明，相对于美国人，中国人更加渴望

高新颖性的产品；而美国人与日本人均认为适宜性在创意评估中更为重要，且更加渴望适宜性

高的产品。对创造力评估的研究应该超越对东西方文化的刻板印象，不能依赖于国家差异，而

应该通过跨文化研究来理解创造力的本质。另一方面，对于新颖性与实用性的关系来说，

McCarthy等（2018）的研究发现，东方人在整体思维的作用下，相对于西方人的分析思维而言，

在新颖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平衡感更强。

四、  创意识别的主要研究视角

正如上文所言，创意识别的三个子系统均通过影响创意识别的主体即评估者的评价与判

断，或者与之发生交互作用，最终影响创意识别结果。学者采用了多种理论视角，从认知和动机

两大角度加以阐述。其中，解释水平理论揭示了心理距离因素和评估者的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

（Mueller等，2014）；精细加工可能性理论阐述了创意识别认知加工的两条路径（Li等，2017）；
调节定向理论解释了为何目标导向不同的评价者，其创意识别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Zhou等，

2017）；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揭示了评价者的不同动机如何驱动创意识别的过程及结果

（Gong等，2013；Urbach等，2016）。下面逐一介绍四个主要理论视角。

（一）认知视角：解释水平理论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作为一种解释心理距离对个体思维与选择影

响的社会认知理论，以自我为中心参考点，认为人们所感知到的与客体或事件相关的心理距离

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水平，距离越近加工方式越具体，距离越远加工越抽象。大量研究表明，抽象

加工能够提升创意产出的质量，远的心理距离能够提高创造性任务的成绩（Trope和Liberman，
2010）。另一方面，解释水平也会影响预期、偏好与决策行为（Trope和Liberman，2010），这可以

用来解释个体的创意识别现象，预测创意识别结果。个体对未来自己所做的决策与为他人所做

的决策相似，更加慷慨，而为现在自己所做决策与为他人所做的决策不同（Pronin等，2008）；相
比于评价自己的创意，评价者对他人创意的评价精确性更高，更少的出现正向预测错误（Berg，
2016）。Mueller等（2014）的研究发现，远的空间距离与抽象的问题解决方式（高解释水平激活）

的唤起下，个体对于创意的评分更高。

进一步分析，这是由于创造性问题的特征相对模糊，个体需要通过借助自身知识经验进行

概括推断，减少对具体事件次要特征的思考，以更加客观的角度系统化加工。远距离能够诱发

参与者使用更高水平的方式进行问题表征，从而促进创造性问题的解决（Mueller等，2014）。而
近距离的事件则具有更加清晰的表征，个体更容易关注事件的表面和自身的想法观念，激活非

创造性认知与狭窄的加工过程，受到背景化因素的影响，创意识别水平更低。然而，前人仅对空

间距离与自评—他评对于创意识别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而对于解释水平的其他维度如时间距

离、评价者的社会距离、评价的真实性高低等因素对创意识别影响研究缺乏，值得后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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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视角：精细加工可能性理论

精细加工可能性理论（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ELM）假设了两条说服路

径，中心路径与边缘路径。中心路径关注信息本身，在中心路径下，个体会细心周到的考虑信息

的准确性与是否为此提供支持，涉及高层次的信息阐述；而边缘路径主要关注信息特质之外的

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受到暗示，作出简单推论（Petty和Cacioppo，1986）。信息精细加工可能

性的高低影响加工的路径。当精细加工的可能性高时，说服的中心路径特别有效；当这种可能

性低时，则边缘的路径更加有效。说服的有效性越高，做出相应决策的概率越大。

Li等（2017）的研究表明，在对创业项目的投资决策中，众筹者相对于专业投资人而言经验

不足，动机较低，专业知识缺乏，难以尽责，更多的处于边缘路径中；由此，相对于风投专家而言

更容易受到暗示，对简单线索如创业激情的关注更多，并认为这种激情是成功的关键。激情创

业者对观众产生的“激情感染”作用，会通过边缘路径影响众筹者对创意的评估与投资决策。而

专业投资人更多采用中心路径进行认知加工，在创意识别过程中，更重视对项目的新颖性与质

量的评估。其中，年龄较大、直觉型的、开放性较高、上进心强的专业投资人对创业者的激情更

加敏感，更多的依赖边缘路径进行加工（Mitteness等，2012）。
（三）动机视角：调节定向理论

调节定向（regulatory focus，RFT）理论区分了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两类倾向，即预防定向与

促进定向（Friedman和Forster，2001）。其中，预防定向强调了行为结果带来的消极影响，体现了

个体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倾向于坏结果的避免；而促进定向强调了行为结果的积极影响，个体在

解决问题时更倾向于努力获得好的结果（Bittner和Heidemeier，2013）。两类定向在不同情境下

对创造力的影响不同。广泛的研究证明，促进定向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提升，而预防定向对创

造力作用方向在不同情景下的影响不甚一致（Baas等，2011）。
该理论解释了评价者的定向水平对其创意识别的影响。从调节定向与创造性感知来看，拥

有高促进定向特质或在促进定向情境唤起下的参与者，感知到的新颖性或创造性水平与专家

评价的新颖性与创造性规范的正相关更强，而预防定向的感知者相对更低。同时，这种关系受

到环境线索的获得与损失框架的调节，预防定向的知觉者在损失框架下相对于获得框架下，目

标创意新颖性/创造性的评价与新颖性/创造性的规范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效果更弱（Zhou等，

2017）。在创意评估中，促进定向特质的个体由于对新奇信息的敏感性，能够更准确的评估创意

的新颖性水平；而预防定向特质的个体在规避错误、注重安全动机的驱使下，对创意质量的评

估更加准确（Herman和Reiter-Palmon，2011）。此外，在创意的选择中激活促进定向的个体，评

价时能够筛选出更具新颖性与创造性的创意（De Buisonjé等，2017）。
（四）动机和认知视角：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

从社会背景的角度看待创造力，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IP）认为，个体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的整合与共享信息，受到认知动机与社会动机的影响

（De Dreu等，2008）。认知动机指的是个体愿意为全面、准确地了解某一事物而付出努力的意

愿，影响信息搜寻、加工、共享及整合的方式、质量与深度。社会动机是指个体对成果在自己与

他人之间分配的偏好，可分为利己动机和亲社会动机两类，影响个体与团队信息加工的内容与

方向。

前人的研究普遍表明，高认知动机下的个体创造性水平更高（Gong等，2013）。在创意的识

别阶段，认知动机的激活增强了个体在创意挑选中的专注性上，高认知动机者在更多的投入

下，能够更好的判断与决策，从而寻找出更优质的创意。激活对产品原创性的分析以及团队的

互动过程的评价，要求参与者阐述产生过程的性质对团队创造力表现的重要性，能够提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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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认知唤醒程度，从而减少对高新颖性创意的评价错误（Licuanan等，2007）。
亲社会动机驱动下的个体能够提出更有实用价值的想法，从而体现出更好的创造力表现

（李阳和白新文，2015）。在创意识别阶段，评价者在亲社会动机激活的情况下，能够在更加公正

客观的角度上看待产出的创意；而利己动机激活下的个体则更不愿意分享独特但重要的信息，

甚至有时出现故意误导或者欺骗的行为（Steinel等，2010），不利于真正好创意的选择。当创作

者在评估中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而固守自己的想法时，则会忽略他人对这些创意的反馈，在虚

假的共识偏见下高估他人对这些创意的理解与感受，臆测他人也具有相同的想法而不能站在

他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最终导致对自己创意的错误判断（Berg，2016）。另一方面，当创意的提

出者持亲社会意图，或与评价者具有相同的成就动机时，他们的创意更可能获得支持并付诸实

施（Urbach等，2016）。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从信息加工的角度阐述了创造力的认知与社会影响

过程，为创造性的评估与筛选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五、  总结及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现有研究初步探讨了诸多子系统的特征如何影响创意识别结果，但整体上创意识别

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首先，研究表明，决策者往往无法正确决策，

不能将真正高质量的创意筛选出来（Berg，2016）。但目前对于导致决策低效的原因的认识不够

全面，未能完整揭示其作用机制。其次，人际关系是创意识别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研究仅限于

探讨评估者与创造者之间的人际互动的作用，未能反映人际关系类型和形态的多样性。例如，

多名评估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动态变化的人际影响形态、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类型、人际关

系的群际层次等。第三，在现实的组织情境下，创意识别不仅仅是个体层次的认知加工过程，组

织的宏观环境也起到决定性作用，采用多层次视角，探讨宏观—微观层面诸因素的交互作用是

后续研究的方向。最后，未来对于理论视角的整合与拓展同样值得深入探索。

针对这四方面问题，本文提出未来研究值得注意的几大议题，分别探讨决策者创意识别的

过程及结果（议题一），多名评估者的人际关系模式（议题二），评价者和创造者间的动态人际互

动（议题三），创意识别的群际效应（议题四），组织的宏观—微观因素的多层次效应（议题五），

以及理论视角所需的整合和拓展（议题六）。

（一）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那些了解组织创新过程，掌握组织创新资源的人承担创意识别职责，

如组织各层级管理者（Berg，2016），决策委员会（Criscuolo等，2017），或者本身就是领域专家，

如科研项目的同行评议专家（Siler等，2015），或商业机构的专业投资人等（Elsbach和Kramer，
2003；Huang和Pearce，2015；Huang，2018）。然而在开放创新的情境下，创新不再局限于组织内

部，创新参与主体不仅是组织员工，组织之外的个体和团队也参与进来。例如，公司邀请客户或

目标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Kornish和Ulrich，2014），发起众筹募集资金的初创公司主要面向普

通人而非专业投资者展示自己的创意或产品（Li等，2017）。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是，创意识别的

责任人不仅包括机构决策者和领域专家，普通人也能显著影响组织创新的方向。

但事与愿违，领域专家与普通人识别效率差异的研究发现，机构决策者经常犯错（Berg，
2016），且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Mueller等，2018），领域专家并不能准确判断（Pier等，2018），
甚至出现重大失误（Siler等，2015）。与此相对，普通人却能有效识别高质量的创意（Escoffier和
McKelvey，2015）；尤其当人数众多时，普通人群体的集体判断优于专家（Surowiecki，2004）。然
而，与领域专家相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表面线索影响，如进行创意展示的创业者是否表现出

高昂的创业激情（Li等，2017；Clarke等，2019），从众效应的存在降低群体判断的准确性，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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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导致过度自信（Lorenza等，2011）。
综上，机构管理层作为组织创新方向的最终决策者，其创意识别精度的提升仍然是组织创

新领域后续探讨的首要议题。那么，为什么承担决策者角色之后，人们反而更容易犯错？决策者

角色降低创意识别精度的中介机制是什么？在开放创新情境下，机构决策者和领域专家如何整

合普通人的判断，从而提升创意识别精度？后续研究值得讨论。

（二）评估者间的竞合关系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相对于单纯的竞争或合作，竞合关系（coopetition）——竞争和合作共存——是团队或部门

的成员之间（Zhao，2015）、同一机构的部门之间（Tsai，2002）、以及不同机构之间（Ritala和
Hurmelinna-Laukkanen，2009）更为普遍的关系形态。竞合关系在个体、团队和组织各个层面均

能有效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表现。然而，据目前掌握文献看，评估者之间的关系形态如何影响其

创意识别结果，迄今尚未有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任何一种关系形态都存在积极和

消极效应。以风险投资领域为例，诸多投资人或投资机构之间，可能形成合作、竞争或竞合中的

任何一种关系形态，在同时考察具有潜在投资价值的项目时，哪种关系形态更有利于创意识

别？彼此合作有助于各方共享信息，从而提升创意识别精度；但也可能导致社会堕化和搭便车

行为，反而不利于准确评估。竞争关系有利也有弊，竞争有助于提升各方的认知投入度，以及启

发多角度和多元思考；但激烈的竞争也可能让双方将注意焦点转移到如何超越和压制对手，而

不是全面深入考察项目本身质量，容易出现误判。同样，竞合关系也是利弊共存，评估者既可能

在实现竞争或合作的积极效应的同时规避各自的不利影响，但也可能由于无法在相互冲突的

竞争和合作之间取得平衡，反而叠加并凸显了竞争和合作的负面效应。我们认为，探讨评估者

之间的关系类型对创意识别的影响，比较三种关系类型的影响差异，揭示其作用机制及其边界

条件，有望为组织创造力和创新领域作出显著的理论贡献。

（三）评价者与创造者人际互动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创造者和评价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对创意识别影响的已有研究，往往要么仅采用静态视角，

着重考察两者个体特征的相似性（Urbach等，2016），或已建立起来的关系质量（Schuh等，2018）
的影响效应；要么是假定评价者被动接受创造者的影响，等待创造者向自己展示创意（Li等，

2017；Clarke等，2019）。而在现实情境下，评估者与创造者均会主动互动以了解或影响对方，自

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人际互动行为如何影响创意识别，值得探讨。

一方面，创造者提出新创意之后，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自下而上地影响组织决策

者。虽然在正式场合——如创业者与风险投资人见面会，或机构举行的创新大赛——展示创意

很关键，但自下而上互动更多发生在非正式的日常工作情境中。Lu等（2019）开创性研究首次

发现，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向上司展示自己创意的下属，更能获得上司对自己创新产出的认可。

后续研究可以沿此方向继续深入。此外，个体常依赖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来实现人际影响。员

工的社会网络特征影响其创造力和创新绩效（Baer等，2015），但绝大多数研究只关注社会网络

对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的影响，尚未有研究直接探讨社会网络特征与创意展示之间的关系

（Perry-Smith和Mannucci，2017）。创造者的社会网络特征如何影响评估者对自己创意的判断与

识别，是值得关注的新方向。

另一方面，评估者并非被动地等待创造者提供信息，也会主动地自上而下搜寻信息，以期

增进对创意以及创造者本人的了解，从而提升创意识别精度。已有研究表明，除了考察创意本

身的质量之外，评估者还重视对创造者的个人特征（如胜任力、创造潜力、可信度等）的评价

（Elsbach和Kramer，2003；Huang，2018），有时甚至更倚重对创造者本人的评估（Huang和
Pearce，2015）。科研领域同行评议方式的研究也表明，与双盲评审（即审稿人和投稿人彼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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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对方）相比，单盲评审（只有审稿人知道投稿人是谁，投稿人不知道审稿人）对来自优势群

体的投稿人——如知名学者或来自知名机构的学者——更有利（Tomkins等，2017）。个人特征

可能会带来同行评议的误差，单盲情况下的创造者的背景信息可能降低创意评价的准确性。另

一方面，Han等（2017）的研究表明，评价者对于创造者的个人背景信息的了解以及换位思考，

能够提升对其创意的评分。

由此可见，评估者与创造者的人际互动对创意识别的影响仍不清晰。未来应该继续关注：

创造者个人特征对创意识别的影响，是应该尽量避免的偏差，还是创意识别不可或缺的评估维

度和信息来源？组织的创新实践能否借鉴科研同行评议制度，尝试双盲或单盲评估？鉴于组织

机构通常采用公开评估（评估者和创造者相互知晓对方），这种情境下能否将创意特征和创造

者个人特征对创意识别的影响效应区分开？如果能，有哪些方法？

（四）群体因素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在开放创新的时代背景下，组织除了需要高效利用内部知识、加快内部创新外，还需要充

分汲取外部知识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Lichtenthaler，2011）。对于评估者而言，其创意识别对象

不仅包括组织内部的各种创意，也包含相关的业内动态。社会认同理论（Tajfel和Turner，1986）
和解释水平理论（Trope和Liberman，2010）是解释群体因素如何影响创意识别的两个主要理

论。然而，两者对群体效应的预测恰好相反。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有认同所属群体的需要，为了维持这种社会认同，常常表现出内

群体偏好，即对内群体表现出更友好的态度与行为，认为内群体成员更优秀（Tajfel和Turner，
1986）。创意识别中的“非我族类”偏差（not-invented-here bias，NIH bias）正体现了这种偏差，员

工常常更加喜欢自己所属组织的创意，同时否定或排斥组织之外其他实体的创意（Antons和
Piller，2015）。因此，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预测，评估者的创意识别存在内群体偏好，即对于内群

体创造者创意的高评价。已有研究侧面印证了上述推论。例如，组织决策者更倾向于支持同属

一个部门或领域的员工提交的创意（Reitzig和Sorenson，2013），国际电影学院奖的评委更青睐

本国的艺术家（Steffens等，2017）。
与此相反，解释水平理论预测（Trope和Liberman，2010），评估者更有可能挖掘、识别和认

可外群体成员的新颖创意，而无视甚至排斥内群体成员的新颖创意。当评价内群体成员的创意

时，由于心理距离更近，解释水平更低，表征更具体，评价者更多关注创意的可行性维度，导致

难以知觉高新颖性创意的创造性。而评价外群体成员的创意时，心理距离更远，解释水平更高，

表征更加抽象，倾向于关注创意的价值维度，对高新颖性创意的接纳程度更高。Criscuolo等
（2017）的研究间接证明了上述推论，当待评估创意的新颖程度很高，且项目的申请者存在评估

小组成员的圈内人时，评估专家会降低对高新颖性项目的资助额度。

综上，两个理论相互竞争，蕴含着大量研究机会。群际关系对评价者创意识别影响的直接

探讨，有助于澄清上述竞争性假设的结果。对于新颖性不同的创意而言，评价者会给予内群体

创造者还是外群体创造者的创意评分更高？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其影响的中介机制，以及

两类结果在该问题上解释的边界条件是什么？有待后续研究探讨。

（五）组织创新战略对创意识别的影响——整合宏观—微观的多层次探讨

任何创新均是在特定环境下开展并受制于所处情境特征。Zhou等（2017）表明，组织创新

氛围会对中层管理者如何评估创意产生重要影响，浓厚的组织创新氛围提升了管理者对制度

创新的认可度和接纳度。除此之外，组织创新战略也是成员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情境因素。组

织创新分为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exploitative/exploratory innovation）两种形态（Benner和
Tushman，2001）。采用开发式创新战略的组织期望通过渐进式创新改善现有产品和服务，且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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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已有市场领域和当前的客户群；采用探索式创新战略的组织则试图通过突破式创新实现

产品和服务的根本革新，并瞄准未知的新兴市场和培养新客户群。创新战略反映了组织如何评

估风险和不确定性，采取开发式创新战略的组织强调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回避，而瞄准探索性

创新的组织则愿意接纳不确定性和冒风险。

本文认为，宏观层面的组织创新战略对成员的创意识别——微观层面的个体认知过程——
产生重要影响。采用多层次视角，探讨组织创新战略如何跨层影响个体的创意识别过程和结

果，也是本领域的重要议题。两类研究方向值得关注。第一，组织创新战略这一宏观因素，是否

会影响组织成员的创意识别？如果可以，其作用机制是什么？也即，员工对新颖创意的识别和接

纳度的总体差别，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组织的创新战略差异。开展探索性创新的组织，其员工

是否更愿意认可高度新颖的创意？不确定性容忍是否是其作用机制？第二，组织创新战略是强

化还是削弱了评估者个人因素对其创意识别的影响效应？特别是，评估者个人对开发式或探索

式创新的认知和态度，其如何和组织创新战略相互作用？然后共同影响其创意识别？上述两个

问题实质上都反映了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多层次视角，前者探讨宏观因素对微观层面的跨层

主效应，后者考察其跨层调节效应。考虑到已有研究大多在宏观的组织层面开展，关注组织创

新战略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张伟年和陈传明，2014），鲜有研究探讨宏观—微观层面的联合效

应。通过宏观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方式，探讨组织创新战略如何影响组织成员的创意识别，是

值得关注的方向。

（六）理论视角的整合与拓展

上文所述的四个理论视角分别从认知和动机的角度揭示了创意识别的影响因素。然而，认

知、情感和动机——知情意系统——均是个体判断、决策和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Dai和Sternberg，
2004）。目前尚未有关于评价者情绪情感影响的理论解释，也缺乏综合知情意的整合性框架。理

论视角的整合与拓展，是本领域理论建构的未来方向。第一，构建理论以揭示创意识别的情感

机制。Nijstad等（2010）的创造力双因素模型（the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为此提供了思

路。该理论提出，灵活性和坚持性是情绪影响创意产生结果的两条中介路径。激活的积极情绪

能够提升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而激活的负性情绪则能够提升个体的坚持性，最终均有利于产生

更高质量的创意。正如Perry-Smith和Coff（2011）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下，人们对高新颖度创

意接受度更高，这可能是激活了灵活性路径；而消极情绪下则更青睐实用性高的创意，这可能

是因为所激活的批判性思维提升了坚持性。情绪的双因素理论可以为评估者在不同的情绪路

径下的不同表现的后续理论建构提供启示。第二，情绪情感因素与已有框架的整合。例如，整合

创造力双因素模型和调节定向理论，探索积极情绪与促进定向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否激活灵活

性路径，而消极情绪和预防定向对坚持性路径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揭示动机与情绪因素的协同

效应。又如，在精细加工可能性理论指导下，探索消极情绪是否能增强中心加工路径的效果，而

积极情绪是否能凸显边缘路径的作用，从而体现情绪与认知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未来值得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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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been ignored. Thus, the current paper illustrates how idea recognition acts as the threshold fo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thoroughly reviews the antecedents, processes, consequences, and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idea recognition. We also propose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o
begin with, we define the idea recognition as “the extent to which a person recognizes and/or selects a
normatively new idea generated by others to be novel and useful”.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at when
the focus shifts from idea generation to idea recognition, three main transformations will happen. These
transformations  are:（1）the  change  of  participant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rom  primary
creators（i.e., employees or teams）to key stakeholders（e.g., supervisors across organizational levels,
members of decision-making committee, external clients or consumers）;（2）the change of task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rom “inventing or creating new things” to “recognizing the newness of
things”; and（3）the change of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rom cognitive processes to
social processes. Second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how features of the three subsystems manifest their
effects on evaluators’ idea recognition. The factors of the evaluator subsystem include evaluato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valuators’ identities and roles, and the compositional features of teams/groups;
the  factors  of  the  idea/creator  subsystem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features  of  idea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ors; and the factors of the social/context subsystem include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evaluators  and creato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al  and contextual
settings, and the social norms and cultures. Thirdly, we illustrate f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serve
as the overarching theories of the idea recognition research. The construal level theory is employ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evaluators’ cognition processing;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is introduced to clarify the two pathways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idea recognition;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evaluators with promotion focus
differ  from  those  with  prevention  focus  in  terms  of  idea  recognition  outcomes;  the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is adopted to explain how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idea recognition
are shaped by evaluators’ motivations. Finally, we propose six topics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their mechanism of decision-makers’ idea recognition, the effect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evaluators on idea recogniti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evaluators and creators on idea recogn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group/outgroup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luators and creators on idea recognition, the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on idea recogni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 current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ly, it introduc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shift the focus from idea
generation to idea recognition. Secondly, it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by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for idea recognition. Thirdly, it proposes six specific topics to ease the
research agenda of idea recognition.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dea  recognition; idea
generation; idea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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